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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晰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对于更好发挥高标准农田作用、促进乡村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

要意义。根据 2007—2023 年我国 30 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运用连续型双重差分法和中介效应模型探讨高标准农田

建设政策的增收效应及其作用机制。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的实施能够显著促进农民增收，平均促进农民增收 6. 2%，但

其增收效应具有滞后性，直至 2015 年才开始显现，并在之后呈现持续性；机制检验发现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主要通过提

升土地产出率和农业机械化水平来实现农民增收；异质性检验发现，在抗风险能力较弱的地区、财政支农力度较高的地区

以及非粮食主产区，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的增收效应更为显著。因此，要持续落实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不断提升耕地质

量与农业机械化水平，并充分考虑地区差异与产业发展特点，因地制宜地制定发展策略，以更好地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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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larify the impact of the high‐standard farmland construction policy on the increase of 
farmers′ income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standard farml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Using the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es in China from 2007 to 2023， the income‐increasing effect of high‐standard farmland 
construction policy and its mechanism were discussed by using the continuous‐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 （DID） and the 
mediation effect model.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high‐standard farmland construction policy can significantly increase 
farmers′ income by an average of 6. 2%.  However， the effect is lagged， becoming apparent only in 2015 and persisting 
thereafter.  The results of the mechanism test indicate that the high‐standard farmland construction policy primarily enhances 
farmers′ income through advancements in land productivity and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Heterogeneity test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come increasing effect of high‐standard farmland construction policy is more significant in areas with weak risk 
resistance， areas with high financial support for agriculture and non‐grain main producing areas.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should continue to implement the policy of constructing high‐standard farmland， constantly 
enhance the quality of cultivated land and the level of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fully take into account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formulat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 accordance with local conditions， so as 
to better promote the sustained increase of farmers′ in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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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迈入新的发展阶段，经济下行压力

逐渐增大，城镇就业结构矛盾日益凸显，农业生产面临

成本“地板”与价格“天花板”双重挤压，叠加国外不利

因素冲击，农民收入增速明显放缓，持续增收动能不

足。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2—2024 年，我国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8 389 元突破至 23 119 元，但

增速明显放缓，由 2012 年的实际增长率 10. 7% 下降

至 2024 年的 6. 3%，且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依然较

大，2024 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 2. 34∶1。可见，在新发

展阶段，促进农民持续增收任务依然艰巨，是我国实现

共同富裕的重点与难点问题［1］。

自 2011 年开始，我国在全国范围内规范推进高

标准农田建设，截至 2024 年底，我国已累计建成高标

准农田超过 66 666. 7 khm2，建成各类田间灌排渠道超

1. 0×107 km，为保障粮食稳定增产、农民节本增效提

供了有利条件。根据农业农村部官网数据显示，高标

准农田建设能够有效改善耕地质量，提高粮食平均产

能 10%~20%，实现节本增收超 33. 33 元/hm2［2］。这

意味着，在同等条件下，高标准农田的产量将远高于传

统农田，从而为农民带来更多的经济收益。

当前学术界关于农民增收与高标准农田建设研究

比较丰富。（1）从不同要素角度探讨了农民增收问题。

一部分学者研究了传统要素与农民收入的关系，分别

从土地流转［3］、农业机械化［4］、粮食生产激励［5］以及农

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6］等方面论证了其增收效应。与

此同时，在促进农民增收的传统动能逐渐弱化以及在

新兴要素不断发挥作用的双重背景下，一部分学者开

始关注新兴要素与农民收入的关系，如考察了互联

网［7］、数字经济［8］、数字与信息技术［9， 10］、数字普惠金

融［11］等新兴要素在促进农民增收方面的作用，并发现

以上新兴要素均具有显著的增收效应，能够为农民收

入增长提供新的动能。（2）从理论和实证角度探讨了

农民增收问题。有学者从共同富裕［12］、乡村振兴［13］以

及产业融合［14］等视域下分析了农民增收的理论机理

与实现路径。也有学者利用空间杜宾模型［15］、多期双

重差分法［10］、门槛效应模型［16］等方法实证检验农民增

收问题。（3）从不同的新型业态角度探讨农民增收问

题。如黄祖辉等［17］研究了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

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和作用机制。李宏兵［18］、唐跃桓［19］

等研究了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增收效应。（4）从政策效

应角度研究农业高标准农田建设效应。如较多学者系

统探讨了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的实施对农业劳动投入

要 素［20］、化 肥 减 量［21， 22］、农 业 面 源 污 染［23］、种 植 结

构［24］、粮食增产［25］、土地流转［26， 27］、耕地撂荒［28］以及全

要素生产率［29］等方面的影响。

总体而言，已有研究为深入探讨农民增收问题与

高标准农田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也为本研究

提供了方法借鉴。然而，从现有文献来看，当前关于高

标准农田建设的增收效应研究较少。虽然有学者从农

业农村基础设施角度研究农民收入问题［30］，但并未将

高标准农田建设纳入考虑范围。目前，无论从农民增

收角度探讨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影响，还是从高标准农

田建设角度探讨农民增收，都还未进行详尽研究。那

么，高标准农田建设是否促进农民增收以及高标准农

田建设通过何种机制影响农民增收是亟须进行研究的

两个重点问题。故而本文利用 2007—2023 年我国

30 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和连续型 DID 模型，综合

评估高标准农田政策实施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并进一

步探讨其内在机制，以期为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后续政

策实施以及优化提供理论支持与合理性建议。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高标准农田建设是通过一系列综合性的农业技术

和工程措施，对农田进行全面改造和提升的一种农田

建设模式，旨在实现农田的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和安

全。高标准农田建设不仅关乎国家粮食安全，也是农

民增收的重要途径。具体来看，首先，基于土地规模经

济理论，高标准农田建设通过实施“化零为整”的土地

整治策略，能够有效缓解土地细碎化问题，优化土地资

源配置，进而提升土地的集约利用水平。这一过程不

仅增强了土地的规模效益，还显著提高了土地的使用

价值和市场吸引力。随着土地整治后使用效率和产出

能力的提升，土地租金市场随之响应，表现为土地租金

的上涨，直接惠及土地出租的农户，进而增加其财产性

收入。其次，依据土壤肥力理论与可持续农业理念，高

标准农田建设通过土壤改良、耕地质量提升等措施，能

够有效调节土壤肥力构成，减少对化学投入品（如农

药、化肥）的依赖，从而促进耕地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这一转变不仅提升了农作物的产量与品质，还增强了

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与安全性，使农户在市场中获得

更强的议价能力，从而提高农业生产性收入的稳定性

与增长潜力。最后，从风险管理视角出发，高标准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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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通过完善农田基础设施，如灌溉系统、排水设施及

防灾减灾工程等，能够显著增强农田抵御自然灾害等

不确定风险的能力。这种风险缓冲机制能够保障农田

在不利条件下的稳定产出，减少农户因减产而遭受的

经济损失，从而稳定农户的收益预期［31］。在此基础上，

农户更有动力扩大农业生产规模［32］，获得比高标准农

田建设前更高的边际收益，从而进一步促进农民收入

的增长。基于以上分析，提出研究假说 H1：高标准农

田建设政策实施会促进农民增收。

实质上，高标准农田建设促进农民增收的内在机

理主要体现在提质节本增效上。具体而言，高标准农

田建设影响农民增收可能通过两条路径实现：（1）高标

准农田建设通过改善耕地质量，提高土地产出率，进而

促进农民增收。一方面，高标准农田建设作为改善耕

地禀赋的关键手段［33］，涵盖了中低产田的改造、土地

整治、农田水利建设、田间道路建设以及“小田并大田”

等多项内容，能够从质量和数量两个维度全面提升耕

地的整体禀赋，进而为提高单位土地产出奠定基础。

另一方面，随着高标准农田建设的不断推进，耕地质量

显著提升，不仅直接提升了土地租金水平，还通过优化

农业生产条件，减少了化肥、农药等生产要素的过量投

入，降低了生产成本。同时，土壤肥力的改善和灌溉排

水系统的完善，也同步促进了农作物产量的增加和品

质的提升，进而显著提高了土地的综合产出效益。这

也就意味着，在农业生产成本降低与产出效益显著增

加的共同作用下，农民在种植过程中将获得更多的经

济收益，从而实现增收。（2）高标准农田建设通过优化

农机作业条件，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进而促进农民增

收。高标准农田建设通过科学合理的空间布局与功能

规划，促进了农业生产活动的规模经营与集约化管理，

为大型农业机械的广泛应用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一过

程不仅加速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步伐，还通

过机械化对劳动力的有效替代，显著降低了农业生产

的人力成本及交易费用。同时，依据技术进步与经济

增长理论，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升能够极大地提高农

业生产效率，使得农业生产活动更加高效、稳定，从而

保障农民生产性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34］。基于此，提

出假说 H2：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实施通过提高土地

产出率，进而实现农民增收；H3：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

实施通过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进而实现农民增收。

2 研究设计

2. 1 研究方法

由于不同地区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与进展存在差

异，采用连续变量刻画地区维度，即按均值将样本分为

试验组和控制组进行估计，既可以充分捕捉地区之间的

差异，同时还能避免人为设定试验组和控制组可能带来

的偏差。因此，采用连续 DID 模型检验高标准农田建设

政策的增收效应。连续 DID 模型设定如式（1）所示。

lnincomeit = α + βHSFi × I post
t + γXit + μi + δt + εit

（1）
式中：lnincomeit——i 省在 t 年的农民收入对数值；

HSFi——高标准农田建设面积占比，即改造中

低产田与高标准农田建设面积之和

在年末耕地面积中的比例；

I post
t ——政策实施时点虚拟变量，若 i 省在 t 年

及之后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则

I post
t 取值为 1，反之取值为 0；

Xit——控制变量的集合；

μi——省份固定效应；

δt——时间固定效应；

εit——随机扰动项；

α——常数项；

β——政策实施的净影响效应，预期为正；

γ——控制变量的影响系数。

同时，为验证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实施影响农民增

收的可能路径，构建机制验证模型如式（2）和式（3）所示。

M it = α+ βHSFi × I post
t + γXit + μi + δt + εit （2）

lnincomeit =α + βHSFi × I post
t + ηM it + γXit +

μi + δt + εit （3）
式中：M it——机制变量；

η——机制变量的影响系数。

2. 2 变量选取

1） 被解释变量。农民收入，采用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进行衡量。

2） 核心解释变量。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即

HSFDit = HSFi × I post
t 。鉴于 2011 年为我国在全国范

围内规范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的起始年份，故将

2011 年 设 定 为 政 策 实 施 年 份 ，即 t ≥ 2011，取

I post
t = 1，反之则为 0。

3） 机制变量：（1）土地产出率（landpro），根据农

业总产值除以年末耕地面积求出。（2）农业机械化水

平（mech），鉴于缺少数据，采用农林牧渔总产值除以

农业机械总动力作为代理变量，即单位农机投入产出

越高，农户越倾向使用农机进行农业生产。

4） 控制变量：（1）人均地区生产总值（pgdp），反映

当地区域经济发展水平。（2）城镇化率（ubr），采用城市人

口占地区总人口（包括农业和非农）的比重衡量，用于反

映区域的发展阶段。（3）农村人口老龄化（aging），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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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岁及以上农村老年人口抚养比表示，用于反映当地农

村劳动力老龄化程度。（4）农村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

（edu），用于反映农村人力资本情况。（5）农业服务规模

（ass），采用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产值来表征农业

服务规模。（6）农业产业结构（astr），采用农业总产值占农

林牧渔总产值的比值进行表征。（7）复种指数（repind），

采用耕地上全年内农作物播种面积与年末耕地面积之

比表示，用以控制耕地利用效率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2. 3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分析

研究样本为除香港、澳门、台湾以及西藏地区外的

30 个省（区、市）。本文数据均来自对应年份的《中国

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中国农村经营管理统计年

报》《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部分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补充。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有 关 高 标 准 农 田 建 设 面 积 的 统 计 数 据 仅 公 布 至

2017 年，为进一步补充相应的研究样本，通过搜索农

业农村部每年发布的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再以

2017 年的数据为基准，逐年累加至 2023 年，推算后的

高标准农田建设面积超过 66 666. 7 khm2，与实际较为

相符。为缓解数据的波动性与异方差影响，对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农村居民平均

受教育年限、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进行对数处理，同时

为使数据可比，对收入和产值数据进行平减处理。各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1。
表 1   描述性统计分析

Tab. 1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变量类型

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

控制变量

机制变量

变量名称

农民收入（取对数）

高标准农田建设面积占
比与政策时点交互项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取对
数）

城镇化率

农村人口老龄化

农村居民平均受教育年
限（取对数）

农业服务规模（取对数）

农业产业结构

复种指数

土地产出率（取对数）

农业机械化水平（取对数）

均值

9. 528

0. 508

10. 703

0. 581
0. 092

2. 142

4. 641
0. 524
1. 324

10. 852
9. 467

标准差

0. 611

0. 371

0. 599

0. 133
0. 132

0. 129

1. 296
0. 084
0. 413
0. 783
0. 620

观测值

510

510

510

510
510

510

510
510
510
510
510

3 实证结果分析

3. 1 基准回归分析

表 2 为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在基准回归中，分别采用普通标准误、稳健标准误、聚

类稳健标准误和 Bootstrap 随机抽样标准误进行估计，

以此来确保结果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表 2   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与农民增收的基准回归

Tab. 2 Benchmark regression between the high‐standard farmland construction policy and farmers′ income increase

变量

HSFD

lnpgdp

ubr

aging

lnedu

lnass

astr

repind

常数项

省份固定

时间固定

样本量

R2

Adj. R2

普通标准误

lnincome

0. 062***（0. 012）
0. 683***（0. 030）

-0. 412***（0. 123）
-0. 215***（0. 053）

0. 125*（0. 070）
0. 092***（0. 011）
0. 138*（0. 078）
0. 032**（0. 013）
1. 640***（0. 304）

Yes
Yes

510
0. 996
0. 995

稳健标准误

lnincome

0. 062***（0. 013）
0. 683***（0. 027）

-0. 412***（0. 142）
-0. 215***（0. 057）

0. 125**（0. 063）
0. 092***（0. 014）
0. 138*（0. 074）
0. 032**（0. 013）
1. 640***（0. 284）

Yes
Yes

510
0. 996
0. 995

聚类稳健标准误

lnincome

0. 062**（0. 028）
0. 683***（0. 070）
-0. 412（0. 308）
-0. 215（0. 164）

0. 125（0. 113）
0. 092***（0. 023）
0. 138（0. 151）
0. 032（0. 023）

1. 640**（0. 670）
Yes
Yes

510
0. 996
0. 995

Bootstrap 随机抽样标准误

lnincome

0. 062*（0. 034）
0. 683***（0. 061）
-0. 412（0. 328）
-0. 215（0. 178）

0. 125（0. 107）
0. 092***（0. 029）
0. 138（0. 174）
0. 032（0. 029）

1. 260**（0. 623）
Yes
Yes

510
0. 995
0. 994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分别表示 1%、5%、10% 的显著性水平。下同。

表 2 列（1）~列（4）结果均显示高标准农田建设政

策对农民增收的影响显著为正，影响系数为 0. 062，即
就边际效应而言，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的实施能够促

进农民平均增收 6. 2%。这一结果充分说明，我国的

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在提升农民收入方面发挥了积极

作用，验证假说 H1。在控制变量中，以表 2 列（2）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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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农村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农

业社会化服务、农业产业结构以及复种指数均至少在

10% 水平上对农民增收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表明农

民收入会随着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水

平提升、农业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以及耕地利用程度

的提高而同步增长。城镇化水平的影响显著为负，说

明当前城镇化结构不利于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反映出

当前城镇化结构尚需进一步优化，以更好地促进农民

的持续增收。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显著为负，表明

农村劳动力老龄化会抑制农民增收的效果。这是因为

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往往伴随着劳动力供给减少和农业

生产效率降低，从而制约农民增收。

3. 2 平行趋势检验与动态效应分析

使用 DID 模型的前提在于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即

在政策实施前，试验组和对照组在增收效应的时间变

化趋势上应表现为一致性。以政策规范推行年份

2011 年作为基准组，验证试验组与对照组的农民增收

效应在政策实施之前的时间趋势是否具有一致性。为

消除多重共线性的影响，将 2010 年作为基准期并在

回归结果中移除。如图 1 所示，在高标准农田建设政

策实施前，所有的置信区间均包含 0，表明政策实施前

试验组和对照组的农民增收效应无显著差异，验证事

前平行趋势的假设。

图 1   平行趋势检验

Fig. 1 Parallel trend test

但值得注意的是，由图 1 和表 3 可知，在政策实施

后，估计系数在 2015 年，即政策实施后的第 4 年，才

呈现出显著的差异。这充分表明，高标准农田建设政

策所带来的增收效应并非立竿见影，而是存在一定的

滞后效应。原因在于，高标准农田建设施工期较长，且

建成后的高标准农田在前几年时间内并不能发挥特别

好的效果，根据在江西多个粮食主产县的调研情况显

示，高标准农田投入使用后，因基底不实导致机械深陷

泥土，严重影响了机械化操作，故而节本增效并不显

著；同时部分整治后的田块因耕作层受损，如剥离后的

耕作层未按要求回填，导致需要 2~3 年才能够逐步恢

复土壤的肥力，因此在投入使用的前几年，高标准田建

设政策的增收效果并未显现，甚至存在减产减收的可

能。但随着前几年耕作的累积以及农民对高标准农田

管理的逐渐深入，同时得益于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标

准的提高以及管护要求的强化，高标准农田的增产增

收作用才逐渐显现。从表 3 可以看出，自 2015 年开

始，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系数逐渐

增大，增收效果明显，且呈现出持续性的趋势。但值得

注意的是，如图 1 和表 3 所示，至 2020 年后，高标准

农田建设政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系数逐渐缩小，且显

著性逐步降低。究其原因可能是，在政策推行初期，资

金与项目集中落地，田块整治、灌溉与排水、田间道路、

农田防护等工程的全面建设，使得项目区耕地实现了

从“零散碎”到“成方连片”、从“望天收”到“旱涝保收”

的根本性转变。这种基础设施从无到有的巨幅改善，

直接带来了机械化效率提升、水肥利用率提高和生产

成本下降，其释放的“初始红利”在增产和增收上效应

最为直接，因此影响系数持续增大。而随着时间推移，

易于改造的优质耕地资源已先期完成建设，后续项目

不得不向山区、丘陵等地形更复杂、基础更薄弱的地块

推进。这些区域的土地平整难度大、配套工程成本高，

单位投资的边际效益自然开始下降。至 2020 年后，

大部分项目区的核心工程已建成并发挥主体效益，政

策效应从“大幅改善”进入以“维护或改造提升”为主的

阶段。此时，其对农业产出的拉动作用趋于稳定，对农

民收入的边际贡献也随之减弱。

表 3   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对农民增收的动态影响

Tab. 3 Dynamic influence of high‐standard farmland 
construction policy on farmers′ income increase

交互项

HSF×2007
HSF×2008
HSF×2009
HSF×2011
HSF×2012
HSF×2013
HSF×2014
HSF×2015
HSF×2016
HSF×2017
HSF×2018
HSF×2019
HSF×2020
HSF×2021
HSF×2022
HSF×2023

估计系数

0. 007
-0. 002

0. 008
0. 002

-0. 001
0. 008
0. 015
0. 028**

0. 039***

0. 041**

0. 069***

0. 070***

0. 054***

0. 045**

0. 047**

0. 045*

稳健标准误

0. 020
0. 020
0. 014
0. 002
0. 014
0. 013
0. 013
0. 013
0. 014
0. 016
0. 017
0. 016
0. 017
0. 022
0. 023
0. 024

P 值

0. 721
0. 918
0. 565
0. 873
0. 947
0. 546
0. 246
0. 028
0. 005
0. 011
0. 000
0. 000
0. 002
0. 039
0. 041
0. 059

3. 3 稳健性检验

3. 3. 1 安慰剂检验

为验证估计系数的稳健性，对交互项随机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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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次，以验证虚构交互项的系数是否与基准回归估计

结果显著不同。经过 500 次抽样发现，抽样估计结果

皆远离基准回归估计的系数 0. 062，且双侧检验 P 值为

0，说明虚构交互项的系数与基准回归估计的系数存在

显著差异。同时，如图 2 所示，抽样系数远离基准回归

估计数 0. 062。这说明除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外，不存

在其他不可估计的变量对农民增收产生影响。

图 2   安慰剂检验

Fig. 2 Placebo test

3. 3. 2 排除其他政策因素的干扰

近年来，国家层面陆续出台多项政策以促进农业

农村快速发展，这些政策在不同层面上可能直接或间

接地对农民的收入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为确

保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避免外部政策因素的

干扰，剔除 2013 年后土地确权颁证的政策影响和

2015 年 及 以 后 化 肥 农 药 零 增 长 的 政 策 影 响 。 由

表 4 列（1）和列（2）可知，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的影响

系数依然显著为正，表明排除其他政策因素干扰后，上

述结论依然稳健。

表 4   稳健性检验结果

Tab. 4 Results of robustness test 

变量

HSFD
常数项

控制变量

省份固定

时间固定

样本量

R2

Adj. R2

（1）
lnincome

0. 038**（0. 018）
2. 634***（0. 385）

Yes
Yes
Yes
210

0. 997
0. 997

（2）
lnincome

0. 046***（0. 017）
2. 548***（0. 328）

Yes
Yes
Yes
240

0. 998
0. 997

（3）
lnincome

0. 081***（0. 014）
1. 897***（0. 292）

Yes
Yes
Yes
442

0. 995
0. 995

3. 3. 3 剔除直辖市样本量

考虑直辖市在政策、经济发展上的优势，可能对回

归结果存在异常值干扰。因此，剔除北京、上海、天津

和重庆进行稳健性检验。根据表 4 列（3）结果显示，在

剔除 4 个直辖市的样本后，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的影

响系数仍在 1% 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高标准农田建

设政策实施能够促进农民增收的结论是稳健的。

3. 4 异质性检验

不同地区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拥有的资源禀赋有

所差异，可能导致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农民增收的作用

大小不同。因此，拟从抗风险能力、政府财政支农力度

以及农业功能区定位 3 个不同方面，进行异质性分析，

结果如表 5 所示。

表 5   异质性检验结果

Tab. 5 Results of heterogeneity test

变量

HSFD

常数项

控制变量

省份固定

时间固定

样本量

R2

Adj. R2

（5）
抗风险能力弱

0. 071***

（0. 024）
2. 497***

（0. 443）
Yes
Yes
Yes

255
0. 996
0. 995

（6）
抗风险能力强

0. 053***

（0. 017）
1. 106**

（0. 433）
Yes
Yes
Yes

251
0. 997
0. 996

（7）
财政支农力度低

0. 022**

（0. 010）
1. 891***

（0. 326）
Yes
Yes
Yes

254
0. 998
0. 998

（8）
财政支农力度高

0. 086***

（0. 019）
0. 614

（0. 564）
Yes
Yes
Yes

254
0. 996
0. 995

（9）
非粮食主产区

0. 039***

（0. 010）
2. 655***

（0. 333）
Yes
Yes
Yes

289
0. 998
0. 998

（10）
粮食主产区

-0. 117**

（0. 053）
1. 015*

（0. 527）
Yes
Yes
Yes

221
0. 995
0. 994

3. 4. 1 基于抗风险能力的异质性检验

采用受灾程度表征地区的抗风险能力。具体而

言，受灾程度越高，则抗风险能力越弱，反之亦然。因

而，按受灾程度的均值将样本划分为抗风险能力强和

抗风险能力弱两个样本。由表 5 列（5）和列（6）可知，

在抗风险能力弱的地区，高标准农田的影响系数为

0. 071，且在 1% 水平上显著；在抗风险能力强的地区，

高标准农田的增收效应为 0. 053，且在 1% 水平上显

著。从二者系数来看，高标准农田的增收效应在抗风

险能力弱的地区更为显著。原因可能是，相比于抗风

险能力强的地区，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实施有效改善

受灾程度高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并提高现有农业装

备水平，使其抗风险能力得到显著提高，降低农业生产

因受灾带来的损失，使农民收入增幅扩大。

3. 4. 2 基于政府财政支持力度的异质性检验

不同地区的财政支农水平存在差异，这可能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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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程度上导致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的增收效果不

同。因此，按照农林水事务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的均

值，将样本划分为政府财政支农力度高地区和政府财

政支农力度低地区进行异质性分析。由表 5 列（7）和

列（8）可知，在政府支农力度高的地区，高标准农田建

设政策显著促进农民增收，但在政府支农力度低的地

区，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对农民增收的影响仅在 5%
水平上显著，且增收效应仅为支农力度高地区的

25. 58%。原因可能是，与财政支农力度低的地区相

比，在政府财政支农力度高的地区，其高标准农田单位

面积投资标准更高，能够覆盖不同地形与不同田块的

高标准农田建设，并能显著提升高标准农田的建设质

量，进而提高耕地资源禀赋，从而有效地激发耕地的综

合生产能力，促进农民增产增收。

3. 4. 3 基于农业功能区定位的异质性检验

鉴于高标准农田建设是以保障粮食生产为主要目

的，不同农业功能区的特定定位可能会对高标准农田建

设政策的实施效果产生显著的差异性影响。因此，根据

农业功能区定位，将样本划分为粮食主产区与非粮食主

产区两大类，进行区域异质性分析。由表 5 列（9）和

列（10）可知，非粮食主产区的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的实

施，对当地农民收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在粮食主

产区，该政策对农民收入具有较为显著的抑制作用。原

因可能是，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在粮食主产区产生了一

定的“政策扭曲”效应。该政策在提升耕地质量的同时，

也可能与保障粮食安全的目标绑定，间接强化了粮食种

植的路径依赖，抑制了当地的农业结构转型升级。这使

得农民难以逃离“粮食低价陷阱”，政策带来的生产效率

提升被粮食产品的低附加值所抵消。而在非粮食主产

区，该政策则更多地表现为纯粹的“生产力提升”效应，

为当地的农业结构多元化和发展高附加值农业提供了

基础，从而显著提高了务农收益。

3. 5 作用机制分析

3. 5. 1 土地产出率的中介作用

由表 6 列（11）可知，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对土地

产出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其影响系数为 0. 283，且
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说明随着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

的推进，土地产出率不断提升。

由表 6 列（12）可知，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的估计系

数由 0. 062 下降至 0. 037，且在 1% 水平上显著；土地产

出率对农民增收的影响系数为 0. 089，且在 1% 水平上

显著，表明土地产出率在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促进农民

增收中起到中介作用。同时，为验证土地产出率中介效

应的有效性，分别采用 Sobel 检验和 Bootstrap 检验进

行稳健性检验。由 Sobel 检验可知，Z 值为 2. 380，且在

5% 水平上显著，说明土地产出率起中介作用，见表 6。
由 Bootstrap 检验可知，中介效应的 95% 置信区间内不

包含 0，进一步证实土地产出率中介效应的存在，验证假

说 H2。经计算可知，土地产出率的间接效应影响系数

为 0. 015，中介效应占比 14. 04%，见表 7。
表 6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Tab. 6 Results of mediation effect test

变量

HSFD

lnlandpro

lnmech

常数项

控制变量

省份固定

时间固定

Sobel Test
Goodman-1
Goodman-2
样本量

R2

Adj. R2

（11）
lnlandpro

0. 283***

（0. 038）

2. 184*

（1. 277）
Yes
Yes
Yes

2. 380**

2. 342**

2. 420**

510
0. 975
0. 972

（12）
lnincome

0. 037***

（0. 013）
0. 089***

（0. 015）

1. 445***

（0. 286）
Yes
Yes
Yes

510
0. 996
0. 996

（13）
lnmech

0. 233***

（0. 051）

3. 732***

（1. 324）
Yes
Yes
Yes

2. 855***

2. 815***

2. 897***

510
0. 941
0. 934

（14）
lnincome

0. 041***

（0. 011）

0. 092***

（0. 014）
1. 298***

（0. 287）
Yes
Yes
Yes

510
0. 996
0. 996

注：Sobel 检验汇报的结果为 z 值。

3. 5. 2 农业机械化水平的中介作用

由表 6 列（13）可知，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实施对

农业机械化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影响系数

为 0. 233，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说明高标准农田建

设有助于优化农机作业环境，推动农业机械化的发展

进程，从而显著提高单位农机投入产出。表 6 列（14）
估计结果显示，农业机械化水平对农民增收的影响系

数为 0. 092，且在 1% 水平上显著；同时，高标准农田建

设政策的估计系数由 0. 062 下降至 0. 041，且在 1% 水

平上显著，表明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是高标准农田建

设政策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路径。同时，为验证农业

机械化水平中介效应的有效性，分别采用 Sobel 检验和

Bootstrap 检验进行稳健性检验。由 Sobel 检验可知，Z
值为 2. 855，且在 1% 水平上显著，说明农业机械化水

平起中介作用，见表 6。由 Bootstrap 检验可知，中介效

应的 95% 置信区间内不包含 0，进一步证实农业机械

化水平中介效应的存在，验证假说 H3。经计算可知，

农业机械化水平的间接效应影响系数为 0. 010，中介效

应占比 9. 56%，见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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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Bootstrap 检验结果

Tab. 7 Results of Bootstrap test

变量

lnlandpro

lnmech

效应类别

间接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直接效应

影响系数

0. 014 6
0. 089 4
0 . 009 7
0. 091 8

Bootstrap
标准误

0. 005
0. 016
0. 003
0. 016

z 统计量

2. 850
5. 480
2. 790
5. 800

P> || z

0. 004
0. 000
0. 005
0. 000

95% 置信区间

下限

0. 005
0. 057
0. 002
0. 061

上限

0. 025
0. 121
0. 017
0. 123

中介效应/%

14. 04

9. 56

注：Bootstrap 自助随机抽样 500 次的检验结果，中介效应比重为四舍五入后的结果。

4 讨论

高标准农田建设是保障粮食增产、实现农民增收

的重要措施。研究发现，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实施会

显著促进农民增收，这与黄丹［35］、戴浩［36］等研究结论

具有一致性。但与之不同的是，本研究发现，高标准农

田建设所带来的增收效益存在滞后效应，这与在江西

多个粮食主产县的调研情况相符合。同时，本研究还

考虑不同区域下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实施的增收效

应，发现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的实施在抗风险能力弱

的地区、财政支农力度高的地区以及非粮食主产区具

有更为显著的增收效应，这意味着这些区域应该大力

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激发农民增收动力。此外，通过

进一步探讨高标准农田建设影响农民增收的作用机

制，研究发现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实施会通过提升土

地产出率和农业机械化水平，从而促进农民增收。这

一结论进一步延伸吴明娥［30］、陈涛［34］以及李谷成［35］等

关于农民增收的研究，进一步验证高标准农田建设政

策实施促进农民增收的内在逻辑，即提质节本增效。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仅是从宏观层面探讨

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对农民增收的影响，但不能从农

户视角反映出个体对该项政策的反馈，即缺乏微观数

据的支持，微观层面的影响也需要进一步探讨，从而可

以为政策优化提供更为具体的对策建议。

5 结论与政策启示

5. 1 结论

基于 2007—2023 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采用连

续 DID 模型，估计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对农民收入的

影响。同时，进一步探讨该政策在推动农民增收方面

的作用机制与具体路径。

1） 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的实施能够显著促进农

民增收，平均增收效应达到 6. 2%。

2） 动态估计结果表明，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实施

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具体而言，该

政策的增收作用在 2015 年开始显现，并具有持续性。

3） 土地产出率与农业机械化水平在高标准农田

建设政策影响农民收入中起到中介作用，且中介效应

占比分别为 14. 04%、9. 56%。

4） 异质性检验发现，在抗风险能力弱、财政支农

力度高及非粮食主产区的地区，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

的实施具有更为显著的增收效应。

5. 2 政策启示

1） 持续落实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鉴于高标准

农田建设政策对农民增收的显著促进作用，政府应继

续加大对该政策的投入和支持，结合实际情况，因地制

宜地提升高标准农田的建设标准和投入标准，确保建

设工作的规范性和有效性，坚决防止建设过程中出现

偏离政策初衷的情况。同时，要加强高标准农田的管

护工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的管护机制，确保已建成

的高标准农田能够持续发挥作用。

2） 注重土壤改良和地力提升，同步推进农机化配

套设施建设。一方面，要深入实施测土配方施肥、土壤

改良等工程，切实提升土壤肥力与耕地质量，从而进一

步增强土地产出能力。另一方面，要不断完善农田配

套设施，持续推进田间灌溉系统、排水设施和道路网络

等设施建设，并同步推广先进的农业机械和智能化技

术应用，充分发挥农业机械与技术在提升农业生产效

益、降低成本和推动规模经营方面的关键作用，从而提

高农业综合生产效益。

3） 综合考虑地区差异和产业发展特点，因地制宜地

制定发展策略。针对那些抗风险能力较弱的地区，政府

应依托高标准农田建设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并推出农业

保险等有力举措，切实提升这些地区的抗风险能力。对

于财政支农力度相对不足的地区，政府应进一步加大财

政支持力度，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确保资金能够满足当

地高标准农田建设。对于非粮食主产区，应积极探索符

合当地特色的多种业态模式，充分挖掘当地的资源优

势，打造具有竞争力的农业产业集群，以推动农民收入

持续稳定增长。对于粮食主产区，一方面，应当聚焦于

提升粮食生产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通过引进先进农业

技术和管理经验，实现粮食生产的提质增效，从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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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增产增收；另一方面，适当推进农业种植结构优化

调整，在保证粮食安全生产的同时，因地制宜推进高质

高效农业发展，扩大农民增收的生产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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